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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交易模式下跨境电商的利益协调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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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双边模式和多边模式对跨境电商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分别进行分析。双边交易模式

下，在引入 Zeuthen 策略和贝特斯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对双方的谈判过程进行建模，并对谈判结果

进行纳什乘积验证。而在多边交易模式下，分 3 种博弈状态进行了机制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控制电商企业的数量至关重要；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可以引入“触发机

制”来保证电商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可以通过“价格–触发机制”来促

进电商企业之间非合作串谋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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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s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modes.  Under  the  bilateral  trade  mode,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wo  sides  was  modeled  based  on  the  Zeuthen  strategy  and  Bayesian  learning
theory,  and  negotiation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Nash  product.  Under  the  multilateral  trade  mode,  the
mechanism was analyzed in three game states, a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when the game
is  static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controlling  the  number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is  important;
when the  game is  dynamic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the  “trigger  mechanism” can be  introduced to
ensure  the  coordinating  of  interests  among  e-commerce  enterprises;  when  the  game  is  dynamic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   “price-trigger  mechanism ”  can  be  used  to  accelerate  non-cooperative
collusion among e-commerc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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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主要分为企业对企业（即

B2B）和企业对消费者（即 B2C）的贸易模式，并获

得了快速发展，主要原因之一是互联网的出现减

少了交易环节。对传统的对外贸易来说，其需要

经过“中国生产商—中国出口商—外国进口商—
外国批发商—外国零售商—外国消费者”等 6个

环节；而对于跨境电商的 B2B模式来说，其主要

经过“中国生产商—跨境电商平台—外国网商

—外国消费者”等 4个环节；并且对于 B2C模式

来说，其只需要经过“中国生产商—跨境电商平

台—外国消费者”等 3个环节。因此，环节的减

少不仅降低了成本加成的比例，而且加快了资金

流通的速度，从而受到了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双重

欢迎。但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

竞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竞争。虽然竞争

的加剧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但是过度的竞

争也损害了生产商的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从而最终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

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跨境电商企业之间

的利益协调，提高跨境电商供应链的整体效益就

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实际上，短时间内跨

境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很容易引起供应链各主

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供应链整体收益与个体

收益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个体为了追求自身收

益的最大化导致整体收益受到损害，使得国内资

源的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进而出现“中国买什

么什么价格上涨，中国卖什么什么价格下跌”的

“中国现象”。而这种较低的出口收益（较高的进

口成本）又进一步限制了我国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

的创新能力，阻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使得我国对外贸易陷入“价格战”的恶性循环。

因此，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新形式，跨境电子

商务应该吸取我国传统对外贸易的教训，在跨越

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的利益协调，提高跨境

电子商务供应链的整体质量和效益，促进量与质

的协同发展。

丁梅生等[1]认为交易模式可以分为双边交易模

式和多边交易模式，其中，多边交易模式是相对

于双边交易模式而言的，是指交易中的其中一方

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所参与的一种交易

方式。因此，可以按照交易双方所包含的数量对

跨境电商交易模式进行分类。具体来说，在跨境

电商交易中，作为供给者的单个电商企业既有可

能面对单个国外代理商（一对一），也有可能面对

多个国外代理商（一对多），还有可能多个电商企

业面对一个国外代理商（多对一）。其中，“一对

一”为双边交易模式，而“多对一”和“一对

多”则为多边交易模式。显然，在不同的交易模

式中，电商企业的利益形成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在双边交易模式中，主要是跨境电商企业和国外

代理商之间的博弈。但是在多边交易模式中，由

于居于“独家”地位的一方占据主导优势，因

此，更多地则是跨境电商企业之间（多对一）或者

国外代理商之间（一对多）的博弈。进一步来讲，

在“一对多”的情景下，跨境电商企业占据主导

地位，需要进行利益协调的是国外代理商而不是

跨境电商企业，所以本文的多边交易模式主要涉

及“多对一”的交易情景，并将根据不同的交易

模式来分析跨境电商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

1    双边交易模式下的利益协调机制
分析

在双边交易模式中，跨境电商企业与国外代

理商之间就交易的价格进行协商。虽然协议定价

的结果越高，跨境电商企业从单位产品中获得的

利润就越高，但是国外代理商可能会因此而降低

产品购买量，进而导致总收益的降低。因此，需

要寻求一种利益协调机制来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和

国外代理商在追求个体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

总收益的最大化。需要注意的是，在谈判过程

中，协议双方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交易底线（即存

在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大大提高了利益协调的实

现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协议一方只能根据对方

的报价来更新对其交易底线的判断，并在此基础

上作出己方可能的最小幅度让步，由此而逐步逼

近均衡价格。因此，本部分将在引入 Zeuthen策略

和贝特斯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对双方的谈判过程

进行建模，并对谈判结果进行纳什乘积验证。

1.1    双边交易模式下的理论建模

Zeuthen策略是指电商企业与国外代理商通过

评估己方风险程度来进行协商让步的一种议价策

略，双方通过预估对方期望收益，对比双方的最

大风险接受度来调整报价。根据风险度对比结

果，在己方风险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让步决策，

并重新给出报价方案[2]，电商企业和国外代理商经

过多轮谈判，协商给出双方均能接受的交易价

格。若双方报价存在差异，且在此报价下双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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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己方风险较大而拒绝让步，则此次价格协商

失败。具体来说，Zeuthen策略下的议价过程由两

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双方对彼此的最大风险

接受度进行预估，若己方风险度较小则进行让

步；第二阶段则是计算己方最小让步对对方最大

风险接受度的改变程度，以促使对方在下一轮谈

判中作出让步，直至双方达成一致。

电商企业与国外代理商进行交易谈判时，各

自针对对方的报价，对对方的最大风险接受度进

行估算。若己方的最大风险度较小，将进行让步

以使报价逐步收敛；若己方最大风险接受度较

高，将保持原来报价并等待对方调整报价。在谈

判过程中，电商企业与国外代理商的最大风险接

受度为

rs
t =

Vs(Ps
t )−Vs(Pb

t )
Vs(Ps

t )−Vs
0

（1）

rb
t =

Vb(Pb
t )−Vb(Ps

t )

Vb(Pb
t )−Vb

0

（2）

式中：rt
s 为第 t轮报价时电商企业的最大风险接受

程度，rt
b 为第 t轮报价时国外代理商的最大风险接

受程度；Vs 为电商企业关于报价的收益函数，

Vb 为国外代理商关于报价的收益函数（对于跨境代

理商来说，Vb 为已知函数，Vs 为未知函数；相

反，对于电商企业来说，Vs 为已知函数，Vb 为未

知函数）；Pt
s 为第 t轮报价时电商企业的报价，

Pt
b 为第 t轮报价时国外代理商的报价；V0

s 为谈判

失败时电商企业的收益，V0
b 为谈判失败时国外代

理商的收益，若谈判未能达成，则交易不能进

行，双方收益均为 0。
对于电商企业来说，首先对国外代理商的收

益函数进行预估，接下来根据双方的报价测算双

方的最大风险接受度，如果己方风险较小则作出

让步，若风险较大则保持原有报价，国外代理商

的策略同上。通过对双方的最大风险度进行测算

后，如果己方的风险度低于对方风险度，可以最

小让步幅度为基准作出让步行为，用以改变双方

的最大风险接受度，并诱导对方在下一轮抑价中

作出让步。若国外代理商的最大风险度低于电商

企业，即 rt
b<rt

s，继续进行交易，代理商作出让

步，使双方的风险度水平保持一致，即

Vs(Ps
t )−Vs(Pb

t )
Vs(Ps

t )−Vs
0
= rb

t （3）

则在下一轮谈判时，代理商根据式（4）的最小让步

幅度进行报价，即

∆Pb
t = pb

t+1− pb
t （4）

P(Di/P1) =
P(Di)P(P1/Di)∑
(P(Di)P(P1/Di))

（5）

由此，国外代理商又可以重新计算电商企业

交易底线的期望值为

E(D/P1) =
∑

(DiP(Di/p1)) （6）

根据新的交易底线期望值，国外代理商可以

对电商企业的收益情况进行重新估算，并根据

Zeuthen策略重新调整新的报价。如此往复来不断

更新对于对方交易底线的估算，从而尽可能逼近

对方的真实底线来保证自己获得最大的收益。

1.2    案例分析

简单起见，假设电商企业与国外代理商交易

某商品 X，根据原有收益水平，电商企业给出的

初始报价为 190元，代理商基于己方收益给出的

初始报价为 160元。

1.2.1   电商企业第一轮议价过程

表 1给出了电商企业对于国外代理商交易底

线区间的先验概率分布情况，表 2给出了不同交

易底线下国外代理商选择该报价区间的条件概率

分布，如果国外代理商的价格底线处于区间[150，
175）内，则其报价在 [100， 150）期间内的概率

为 0.3。
根据表 1，电商企业首先可以计算国外代理商

的先验交易底线，取区间的中间值代表区间价格

底线，由此得到国外代理商的先验期望交易底线：
125+150

2
×0.05+

150+175
2

×0.15+
175+200

2
×

0.3+
200+225

2
×0.3+

225+250
2

×0.15+

250+275
2

×0.05 = 200

 

表 1   国外代理商交易底线区间的先验概率分布表

Tab.1    Prio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bottom line interval of foreign agents
 

代理商价格底线区间 [125，150） [150，175） [175，200） [200，225） [225，250） [250，275）

先验概率分布 0.05 0.15 0.30 0.30 0.1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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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一轮中，国外代理商的报价仅为

160元，由此电商企业需要更新其交易底线的概率

分布。由于代理商的报价 160元位于报价区间

[150，200）内，因此报价为 160元时，代理商价格

底线位于区间[125，150）的概率为 0，而位于区间

[150，175）的概率为 0.15，其他以此类推。根据贝

叶斯法则，电商企业得到第一轮报价后，国外代

理商价格底线的后验概率分布见表 3。.
 

  
表 3    第一轮报价后国外代理商交易底线区间的后验概率分布

Tab.3    Posterio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bottom line interval of foreign agents after the first round of quotation

代理商价格底线区间 [125，150） [150，175） [175，200） [200，225） [225，250） [250，275）

后验概率分布 0 0.098 0.261 0.391 0.196 0.054
 
 

根据表 3和上文的计算方法，经过第一轮报

价后，计算得到国外代理商的后验期望交易底线

价格为 208.675元。下面计算各自的最大风险接受

度，电商企业根据自身的交易历史信息和收益情

况，自己设定交易底线为 120元，则可以得到电

商企业的收益函数为
Vs

1 = Ps
1−120

根据贝叶斯学习法得到其后验价格交易底线

为 208.675元，由此得到国外代理商的收益函数为

Vb
1 = 208.675−Pb

1

由此根据式（1）和式（2），可以计算得到双方

的最大风险接受度分别为

rs
1 = 0.429, rb

1 = 0.616

rs
1 < rb

1第一轮报价结束后，由于 ，即电商企业

面临的风险小于国外代理商，因此电商企业将在

下一轮改变价格，而国外代理商保持价格不变。

1.2.2   国外代理商第一轮议价过程

表 4给出了国外代理商对于电商企业交易价

格底线区间的先验概率分布，表 5给出了在每一

交易价格底线区间上报价区间的条件概率分布[3-4]。

根据表 4，国外代理商首先可以计算电商企业的

先验期望交易底线为 150元，由于电商企业的报

价为 190元，落在[175，225）的区间内，根据贝叶斯

法则，国外代理商可以得到第一轮报价后电商企业

交易底线区间的后验条件概率分布，见表 6。
根据表 6，国外代理商可以进一步计算第一次

报价后电商企业的后验期望交易底线为 150.525
元。国外代理商根据自身的交易历史和收益情

况，设定自身的交易底线为 195元，由此得到电

商企业的收益函数为

Vs′
1 = Ps

1−150.525

国外代理商的收益函数为

 

表 2   国外代理商报价区间的条件概率分布

Tab.2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quotation interval of foreign agents
 

价格底线区间
报价区间

[0，50） [50，100） [100，150） [150，200） [200，250） [250，300）

[125，150） 0.30 0.40 0.30 0 0 0

[150，175） 0.25 0.30 0.30 0.15 0 0

[175，200） 0.20 0.25 0.35 0.20 0 0

[200，225） 0.15 0.15 0.25 0.30 0.15 0

[225，250） 0.10 0.10 0.15 0.30 0.35 0

[250，275） 0.05 0.05 0.10 0.25 0.35 0.20

 

表 4   电商企业交易底线区间的先验概率分布

Tab.4    Prio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bottom line interval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代理商价格底线区间 [75，100） [100，125） [125，150） [150，175） [175，200） [200，225）

先验概率分布 0.05 0.15 0.3 0.3 0.1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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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
1 = 195−Pb

1

根据式（1）和式（2），可以计算得到双方的最

大风险接受度分别为

rs′
1 = 0.76, rb′

1 = 0.857

rs′
1 < rb′

1同样地，由于 ，因此国外代理商的价格

保持不变，而电商企业需要调整价格已达成协议。

1.2.3   后续议价过程

rs
1 = rb

1

Ps
2

由于在第一轮报价之后，电商企业的风险承

受度小于国外代理商，因此需要电商企业降低报

价以达成协议。根据 Zeuthen决策原则，电商企业

需要测算出己方的最小让步幅度，并基于此调整

报价，从而使得 ，设电商企业第二轮报价为

，则有

(208.675−Pb
1)− (208.675−Ps

2)

208.675−Pb
1

=

(208.675−160)− (208.675−Ps
2)

208.675−160
= rs

1 = 0.429

Ps
2 = 180.882

由此得到在第二轮报价中，电商企业的报价

。显然，新的报价并没有改变表 6中

国外代理商对于电商企业交易底线区间的后验概

率分布情况，且在第二轮中其报价仍然为 160
元，得到第二轮电商企业和国外代理商的风险承

受程度为

rs
2 = 0.659, rb

2 = 0.597

rs
2 > rb

2显然，经过第二轮议价后， ，电商企业

面临的风险小于国外代理商。因此，在第三轮调

rs
2 = rb

2

Pb
3

价中，电商企业将保持价格不变，而国外代理商

继续按照 Zeuthen决策原则，作出己方最小幅度的

让步，并由此调整自己的报价，从而使得 ，

设国外代理商第三轮的报价为 ，则有

(Ps
2−150.525)− (Pb

3−150.525)

Ps
2−150.525

=

(180.882−150.525)− (Pb
3−150.525)

180.882−150.525
= rb

2 = 0.597

Pb
3 = 162.759

由此得到在第三轮报价中，国外代理商的报

价 ，电商企业的报价则维持不变。同

样地，国外代理商的第三轮报价仍然没有改变

表 3所列的国外代理商交易底线区间的后验概率

分布情况。继续使用第一轮报价之后的收益函

数，得到第三轮报价之后电商企业和国外代理商

的风险承受度，得到

rs
3 = 0.298, rb

3 = 0.395

rs
3 < rb

3

Ps
4 = 176.442

显然，经过第三轮议价后， ，电商企业

面临的风险小于国外代理商。因此，在第四轮议

价中，电商企业需要继续按照 Zeuthen决策原则，

作出己方最小幅度的让步，国外代理商则保持价

格不变，继续按照上文的方式连续求解，解得

，并计算求得第四轮报价后电商企业

和国外代理商的风险承受度，得到

rs
4 = 0.528, rb

4 = 0.424

显然，在第五轮议价中，国外代理商需要按

照 Zeuthen决策原则作出最小幅度让步，电商企业

 

表 5   电商企业报价区间的条件概率分布

Tab.5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quotation interval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价格底线区间
报价区间

[75，125） [125，175） [175，225） [225，275） [275，325） [325，375）

[75，100） 0.10 0.20 0.25 0.25 0.10 0.10

[100，125） 0.05 0.25 0.25 0.25 0.10 0.10

[125，150） 0 0.20 0.35 0.25 0.10 0.10

[150，175） 0 0.10 0.35 0.25 0.15 0.15

[175，200） 0 0 0.30 0.30 0.20 0.20

[200，225） 0 0 0.25 0.35 0.20 0.20

 

表 6   电商企业交易底线区间的后验概率分布表

Tab.6    Posterior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he business bottom line trading interval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代理商价格底线区间 [75，100） [100，125） [125，150） [150，175） [175，200） [200，225）

先验概率分布 0.230 0.069 0.194 0.194 0.083 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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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5 = 165.453则保持价格不变，解得 ，并计算得到

第五轮报价后电商企业和国外代理商的风险承受

度，得到

rs
5 = 0.195, rb

5 = 0.746

Ps
6 = 173.881

显然，在第六轮议价中，电商企业需要作出

最小幅度让步，国外代理商则保持价格不变，解

得： ，并计算得到第六轮报价后的电

商企业和国外代理商的风险承受程度，得到

rs
6 = 0.361, rb

6 = 0.285

Pb
7 = 167.225

显然，在第七轮议价中，国外代理商需要作

出最小幅度让步，电商企业则保持价格不变，解

得 ，此后，直到第十轮双方议价达成

一致，最终以 172元的价格成交。

2    多边交易模式下的利益协调机制

多边交易模式主要包括两种，单一跨境电商

企业面对多家国外代理商和多家跨境电商企业面

对一家国外代理商，前者显然对于电商企业是有

利的，属于卖方市场。因此，本文将在分析国外

代理商的利益协调机制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分析。

本节中将集中分析多个跨境电商企业面对同一家

国外代理商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多个电商企

业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展开激烈的竞争，根据经典

的产业组织理论，这种竞争对于每一个跨境电商

企业都是不利的，从而形成“多方共输”的结

局。而如果跨境电商企业之间能够实现合作，则

双方的谈判重新回到了双边交易模式中[5]。但遗憾

的是，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式串谋”是被法律

明令禁止的，这一点在跨境贸易中尤其重要。因

此，如何在没有明确协议的情况下实现一种“非

合作串谋”，就成为本节要探讨的跨境电商利益

协调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本节中对于多个跨境电商企

业利益协调机制的分析主要是根据时间结构和信

息结构分为 3种状态，即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

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6-12]。在静态博弈

中，各跨境电商企业只进行一期博弈，要保证非

合作串谋能够稳定实现，就必须使得参加非合作

串谋的收益大于不参加的收益（内部稳定），而对

于那些未参加的，企业没有动力来加入串谋（外部

稳定）。所以只需要对相关的收益进行对比就可以

得到静态博弈情况下的利益协调机制。在完全信

息动态博弈中，必须要使得参与串谋的企业没有

激励选择“背叛”，尽管背叛会增加当期的收

益，但是其他企业可以通过某种机制来降低这些

“背叛”企业的未来收益，这种机制就可以维持

非合作串谋的实现。而在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中，由于企业的“背叛”不能被及时发现，因此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的利益协调机制便不再有

效。此时需要通过其他可观测的变量来对企业是

否“背叛”作出判断，进而实施相关的惩罚机

制。此外，由于本节涉及到较多的变量，因此将

这些变量及其代表的含义呈现在表 7中。

2.1    静态博弈中非合作串谋的实现机制

假设跨境电商企业与国外代理商之间的谈判

只进行一期，那么电商企业之间的博弈就属于静

态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如果参加非合作串谋

的电商企业通过串谋获得的收益大于其背叛的收

益，那么该串谋就是内部稳定的。如果对于未参

加非合作串谋的电商企业来说，其继续不参加串

谋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参加串谋所获得的收益，那

么该串谋就是外部稳定的，由此就可以发现在静

态博弈中非合作串谋的实现机制。

假设有 N个电商企业生产同质商品，其反需

求函数为

P = a−bQ （7）

c(q) = cq

电商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函数一致，均为

。在 N个电商企业中，有 m个企业未参加

串谋，这些企业在给定其他企业产出的基础上通

过进行古诺竞争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剩余的

n个企业在考虑未参加串谋企业行为的基础上参加

串谋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Qn

Qm−i

假设参加串谋企业的总产出为 ，除企业 i外
其他未参加串谋企业的产出总和为 ，则未参

加串谋的企业 i的反应曲线为

qi =
a− c−b(Qn+Qm−i)

2b
（8）

由于未参加串谋的电商企业生产的均衡产量

是一致的，因此其均衡产出为

qm =
a− c−bQn

b(m+1)
, Qm = m

a− c−bQn

b(m+1)
（9）

将式（9）代入式（7）中，可以得到参加串谋电

商企业的剩余需求函数为

P = c+
a− c−bQn

m+1
（10）

给定剩余需求函数式（10），可以求得参加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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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企业的均衡产出为

qn =
a− c
2nb
, Qn =

a− c
2b

（11）

将式（11）代入式（9）和式（10）中，可以求得未

参加串谋电商企业的均衡产出和价格分别为

qm =
a− c

2b(m+1)
, p = c+

a− c
2(m+1)

进而可以求得参加串谋和未参加串谋电商企

业的利润分别为

πn(m,n) =
(a− c)2

4bn(m+1)
, πm(m) =

(a− c)2

4b(m+1)2

πn(0,n) ⩾ πm(1)

0 < n ⩽ 4

在静态博弈中，在所有电商企业都参加串谋

时，才能实现利益的协调一致。因此，只要每个

企业通过参加合谋所获得的利润至少与其背叛串

谋并成为非串谋者时获得利润一样多的时候，即

当 时，电商企业间的非合作串谋就

能够得以稳定实现，由此得到 。

因此，在多个跨境电商企业与国外代理商进

行一次性谈判的静态博弈中，跨境电商企业要想

最大化共同利益，就必须严格控制与国外代理商

进行交易的企业数量。

2.2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跨境电商企业的利益协

调机制

πi,竞争

πi,串谋

πi,背叛

在长期的跨境电商贸易中，电商企业与国外

代理商之间将进行多次的重复谈判。在这些谈判

中：电商企业既可以在每一期都选择相互竞争从

而获得收益 ；也可以在每一期都选择串谋以

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并获得收益 ；也可以

在某一期选择背叛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假

设跨境电商企业对于对手参与串谋共同限制产

量，以及进行背叛单独扩大产量的行为都具有完

全的信息，现在就引入“触发战略”来分析跨境

电商企业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利益协商机制。

πi,串谋

πi,背叛

πi,竞争

πi,竞争 < πi,串谋 < πi,背叛

ρ

弗里德曼的“触发战略”定义如下：一方

面，每一个跨境电商企业通过参与串谋获得了收

益 ，在以后各期中，只要其他参与串谋的电

商企业没有出现背叛，则每一个参与串谋的企业

继续进行串谋；另一方面，如果在某一期中，某

一个参与串谋的电商企业选择背叛，以获得更高

的收益 ，则以后各期中每个参与者都选择相

互竞争并获得收益 ，其中，3个收益满足如

下关系： 。因此，所谓触发

即某一个参与串谋企业的背叛行为触发了所有企

业的竞争和报复 [13]。因此，电商企业是否愿意参

与串谋取决于坚持和背叛所获得的收益，而且由

于博弈是动态的，因此引入贴现因子 。

如果跨境电商企业 i在每一期都坚持选择参加

非合作串谋，那么这不会触发竞争，因此其贴现

收益为

Vi,串谋 = ρπi,串谋+ρ
2πi,串谋+ · · · =

ρ

1−ρπi,串谋

πi,背叛

πi,竞争

相反，如果跨境电商企业 i选择在当期背叛以

获得更高的收益 ，并触发了所有企业的竞

争，因此其以后各期的收入均为 ，则其贴现

收益为

Vi,背叛 = ρπi,背叛+ρ
2πi,竞争+ · · · = ρπi,背叛+

ρ2

1−ρπi,竞争

 

表 7   多边交易模式涉及的主要参数及其含义

Tab.7    Main parameters and their meanings involved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lateral trade modes
 

参数 参数含义 参数 参数含义 参数 参数含义

N 电商企业数量 qm 未参加串谋企业的单位产出 t 时期或者阶段

P 产品价格 πn 参加串谋企业的利润 θt 时期转移的随机因子

Q 产品总销量 πm 未参加串谋企业的利润 q合作 每个企业选择串谋时的产出

c 产品生产成本 a，b 反需求函数的外生参数 q竞争 每个企业选择产量竞争时的产出

q 单个电商企业的产量 πi，竞争 每一期都竞争的收益 F（θ） θ的累积分布函数

m 未参加串谋的企业数量 πi，串谋 每一期都串谋的收益 f（θ） θ的概率密度函数

n 参加串谋企业的数量 πi，背叛 选择背叛时获得的当期收益 p̄ 触发价格

Qn 参加串谋企业的总产出 ρ 贴现因子 k 背叛后企业选择 q竞争的时期数量

Qm 未参加串谋企业的总产出 Vi，串谋 选择串谋时获得总收益的贴现值 E（） 选择相应策略时企业的期望收益

qn 参加串谋企业的单位产出 Vi，背叛 选择背叛时获得总收益的贴现值 U（） 期望收益的贴现值

356 上  海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2019 年 第 41 卷



Vi,串谋 ⩾ Vi,背叛

因此要想使得触发战略能够帮助跨境电商企

业实现非合作均衡，那么必须满足 ，

由此可以得到：

ρ ⩾
πi,背叛−πi,串谋

πi,背叛−πi,竞争

ρ因此，只要跨境电商企业的贴现率 无限趋近

于 1，那么上述不等式总是能够成立。换句话说，

如果利息率足够低，那么通过“触发战略”就能

够在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实现跨境电商企业

的利益协调，从而实现电商企业的共同利益最

大化。

综上，在多个跨境电商企业与一个国外代理

商进行谈判的多边交易情境中，无论这种交易是

一次性的，还是重复进行的，是信息完全的还是

信息不完全的，都可以通过特定的机制设计来保

证多个跨境电商企业的利益协调并同时实现共同

利益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多个电商企业通过

非合作串谋将“多对一”多边交易模式转变成为

“一对一”的双边交易模式，从而最终实现跨境

电商与国外代理商的利益协调和共同利益的最大

化。具体来说，在静态的多边交易中，控制电商

企业的数量至关重要，而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中，可以引入“触发机制”保证跨境电商之间的

利益协调，而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可以进

一步引入“价格–触发机制”来促使跨境电商之间

非合作共谋的实现。

3    结　论

跨境电商企业作为跨境电子商务的核心主

体，是产品市场的供给者，其在进行跨境贸易的

过程中，首先就要解决国外产品的销售问题。因

此，在成熟的跨境电子商务中，国外代理商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这些国外代理商可以利用自身的

本土化优势来帮助跨境电商企业更好地销售产

品，并从中获取利润。在最终产品市场价格一定

的情况下，如何在跨境电商与国外代理商之间合

理地分配产品销售的收益就成为促进跨境电子商

务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这其中又包含两个相

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实现个体的收益最大化；二

是实现共同收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个体收益最大化与共同收益最大化通常是矛盾

的。因此，需要设计某种机制来实现个体利益最

大化与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协调，从而促进跨境电

子商务保质保量地实现良性发展。本着这两个基

本原则，本文分析了跨境电商企业的利益协调问

题。由于不同的交易模式会导致不同的利益形成

机制，因此需要区分不同的交易模式，即“一对

一”的双边交易模式和“多对一”与“一对多”

的多边交易模式。

对于第一种双边交易模式而言，由于在跨境

电商企业和国外代理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

此双方很难达成能够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

点。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最终的报价往往超出对

方的预期而导致交易中断，从而大大阻碍了跨境

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而本文第二节的分析则表

明跨境电商与国外代理商之间可以通过基于贝叶

斯学习的 Zeuthen策略来进行议价以保证个体收益

最大化与共同收益最大化之间的协调。而要高效

快捷地利用这一策略，交易的双方必须要对相关

交易的历史资料有一个非常详细和精确的掌握，

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关于对方相关信息的先

验概率分布，此后再根据风险接受度的高低通过

逐步让步的方式来达成一致的交易价格。但是如

果交易双方是第一次进行跨国交易，而且交易的

商品又是新产品时，交易双方没有详实的历史数

据和资料进行参考，此时交易的卖方即跨境电商

企业就需要通过调研目标国家消费者的价格接受

度来确定交易买方即国外代理商的可行利润空

间，从而确定一个合理的先验概率分布。而国外

代理商则需要结合跨境电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市

场售价来确定其合理的先验概率分布，这样就可

以以较高的效率来达成能够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的交易。

而对于后两种多边交易模式，其协调的关键

在于如何确保处于竞争弱势一方的主体实现利益

协调，进而转化为类双边交易模式进行议价。由

于在一对多情境中，电商企业占据天然优势，主

要是国外代理商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因此本文

暂不予以分析。而在多对一的情境中，为了保证

电商企业之间非合作串谋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区

分不同的类型。研究发现：在静态的多边交易

中，控制电商企业的数量至关重要；而在完全信

息动态博弈中，可以引入“触发机制”来保证跨

境电商之间的利益协调；而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

弈中，可以进一步引入“价格–触发机制”来促使

跨境电商之间非合作串谋的实现。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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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论是限定参与串谋企业的数量，还是使用

完全信息下的“触发机制”以及不完全信息下的

“价格–触发机制”，其本质都在于最大限度地降

低利益协调的成本。但是，对于触发机制而言，

其协调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串谋企业对

于协调机制的认识。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协

调机制的后果，那么这一机制就不需要启动，从

而造成各企业的收益损失。而对于“价格–触发”

机制而言，由于市场需求的不断波动，其被触发

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此时所有企业都会遭受

一定程度的损失，对此企业要有客观和清醒的认

识。相对于长期且持续激烈的竞争而言，短期的

古诺策略更能够让参与者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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